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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海登·怀特为 《元史学》中译本所写的前言。怀特对历史的 “虚构”特征做过说明：“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

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 ‘好像’（ａｓ　ｉｆ）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

想象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摘要］　 《资治通鉴》对李世民即位之初褒奖功臣时出现纷争的相关叙述，是不同于唐代实录、国史
与 《旧唐书》的另一种叙事，是以 “资治”史观为出发点，在原有史料基础上进行的历史想象与情景建构。
该案例体现了 《资治通鉴》不同于此前各类编纂史料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基于这一案例，可以对 《资
治通鉴》叙事特点加以归纳，并提出 《资治通鉴》叙事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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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资治通鉴》（以下简
称 《通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编年体史
书。自该书问世以来，历代史家都曾就其史观、

史学与史料价值多有讨论。不过，在现今的学术
视野下，我们要探寻其最值得注意的史学价值究
竟是什么？

海登·怀特以叙事模式的类型区别为标准，

将历史著述分为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描述、论
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几种。在他看来，

编年史是将原始素材加以简单时间排列的历史叙

述模式［１］（Ｐ６），这是就他习见的编年史而言。 《通
鉴》显然并不是这样的 “编年史”，它取材于一
些业已经过编纂加工的文本，司马光及其合作者

又按照他们的标准将这些素材重新加以编排，使
本就经过前代史家 “情节化”与逻辑化的历史叙
事再经历一重加工，形成一个新型叙事文本。因
而，应在文献比对的基础上，判别 《通鉴》中的
内容哪些直接承袭自前代史书的叙事，哪些是司
马光对历史文本所做的新解释，从而对 《通鉴》

中某些具体事件的叙事类型、叙事特征及全书的
叙事模式进行解析。

怀特对待历史叙事的态度被视为 “后现代”

的代表，他明确提出 “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
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①。本文并不赞同这
个观点，但其认为历史叙事必然要带有 “诗性
的”和 “修辞性的”特征这一思路，依然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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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重视。古代中国最早讨论历史编纂学的专门论
著中，《文心雕龙·史传》与 《史通》都非常强
调编排与叙事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也的确强调
叙事在史书编纂中的作用，因而，将 《通鉴》置
于历史叙事的考察范围加以分析，也是古代史学
研究与古代史研究应有的题中之意。
学界对 《通鉴》的叙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

成果①，不过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思路与方
法。本文将以 《通鉴》对唐太宗即位之初 “诸将
争功”之事的记载为案例，对 《通鉴》的历史叙
事进行个案解析，并尝试对 《通鉴》叙事研究的
方法做一探索。

一、《通鉴》对 “诸将争功”的记载
及其史源考察

　　 《通鉴》卷一九二 《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
记载：

（九月）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
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
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
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 “臣举兵关
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
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
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
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
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
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
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
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
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

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
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
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
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
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
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
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
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
体乎！”［２］（Ｐ６０２２－６０２３）

此段文字是 《通鉴》中有关玄武门事变后李
世民用人、赏功的案例，因其事关李世民即位后
的用人方略与权力格局重组，故在唐史研究中极
具意义。整段记载从 《通鉴》自身的叙事逻辑而
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 “（九月）己酉”
为时间标志的 “诸将争功”事件，这一事件的叙
述似乎是按照时间顺序自然排列，至 “遂皆悦
服”结束；二是追记李世民与房玄龄就 “秦府旧
人”的任用问题对 “为政之体”的讨论，自 “房
玄龄尝言”至本段末。之所以要追记这一段，是
为了说明李世民即位后对 “为政之体”的坚
持———无论是封赏功臣还是任用官员，都以 “至
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为原则。
不过，由于 《通鉴》主要取材于前代史书而

非原始材料，故而 “诸将争功”之事史源出自何
处， 《通鉴》在采录时对材料如何取舍、有无删
削，是探讨其叙事特点与叙事方法时首先应解决
的问题。就此段中第一部分关于封赏功臣之事而
言， 《通鉴》的叙事并不完整，且与其所据史料
来源有一定出入。据 《唐会要》卷四五 《功臣》
记载②：

（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诏曰：“褒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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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辛德勇考察 《通鉴》记载汉武帝时期 “巫蛊之祸”与 “轮台诏”的研究，以及李浩针对辛文而发表的商榷之作，可以视为对
《通鉴》叙事研究的最新尝试。辛文立足于文献比对，认为司马光 “出于资以鉴戒的特殊需要而率以己意取舍史料”，并且进一步提出
“此种情况在 《通鉴》中随处可见，因此所谓 《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的看法是很荒谬的”。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
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６）（后辛德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 《制造汉武帝》，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李浩指出辛文中存在大量的史料误读，认为 《通鉴》叙事与 《汉书》等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
存在重构现象。李浩强调：“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
可能重构历史”。参见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５ （６）。辛、李二人对 《通鉴》的不同理解，基本是立足于文献学领域内的史源考察，对历史叙事其实涉及不多。除辛、李
二人的相关讨论之外，姜鹏在分析、比较 《通鉴》原文与明人严衍 《资治通鉴补》改订文字的基础上，指出 《通鉴》原本就不是 “一
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而是 “借历史叙述以表达施政理念”，《通鉴》中很多看似有 “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司马光表达自身
理念的深意。参见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 〈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载 《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５ （２）。

所据 《唐会要》清刻本因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改 “玄龄”为 “元龄”，今回改。个别地方重新标点。



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吏
部尚书上党县公长孙无忌、中书令临淄县侯
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兵部尚书
建平县男杜如晦、左卫将军全椒县子侯君集
等，或夙预谟谋、绸缪帷幄，竭心倾恳、备
申忠益；或早从任使、契阔戎麾，诚著艰
难、绩宣内外。义冠终始，志坚金石，誓以
山河，实允朝议。无忌封齐国公，玄龄封邢
国公，敬德封鄂国公，如晦封莱国公，君集
封潞国公，其食邑各三千户。”遣侍中陈叔
达于殿阶下唱名示之。上谓曰： “朕叙公卿
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 （宜）各自
言。”从叔父淮安王神通进曰： “义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
人，功居第一，臣窃不伏。”上曰：“义旗初
起，人皆有心。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
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
陷没。刘黑闼翻动，望风而破。今计勋行
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
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名第
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但以不可缘
私滥与勋臣共赏耳。”初，将军邱师利等咸
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淮
安王理屈，自相谓曰： “陛下以至公行赏，

不私其亲。吾属何宜妄诉。”［３］（Ｐ８００）

《唐会要》所载文字较 《通鉴》更为详细，

且有一处细节与 《通鉴》存在差异，即将军丘
（邱）师利等 “自矜其功”之 事。据 《唐 会
要》，此事发生在诏书颁下之前，而补记于李
世民训诫李神通之后；而 《通鉴》则将 “诸将
争功”系于诏书公布当日，成为李神通论功的
背景。

关于 “诸将争功”之事，与 《唐会要》记载情
况一致者，有 《册府元龟》卷一二八 《帝王部·明
赏第二》［４］（Ｐ１５３１）和 《旧唐书》卷六八 《房玄龄

传》［５］（Ｐ２４６１）。此外，尚有其他记载版本，其中并
未出现 “诸将争功”的内容，只截取了功臣封爵
授食邑后李神通与李世民的君臣对话，《旧唐书》

卷六十 《宗室列传·李神通传》［６］（Ｐ２３４１）与 《贞观
政要》卷三 《论封建》［７］（Ｐ１７２－１７３）即是如此。

就 《通鉴》所记 “诸将争功”之事的史源而

言，《册府元龟》、《唐会要》和 《旧唐书·房玄龄
传》非常明显地出于同一个系统，即唐代本朝所
修的国史、实录。同时还存在另一个记载系统，

即 《旧唐书·李神通传》和 《贞观政要·论封
建》，这两段材料中都未记丘师利等人争功之事，

应是在前一个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删节，为说明
某一主题 （如 《贞观政要·论封建 》即与宗室诸
王相关而与他人无涉）或为突出传主生平 （如
《旧唐书·李神通传》）。《通鉴》记此事时，明显
选择了前一个文献系统作为史源，而这一系统直
接以唐代国史、实录为源，故而最为接近唐代史
官记述之原貌。《通鉴》在编纂时对这一系统所做
的记载进行了改动，将原本发生在诏书公布前诸
将 “自矜其功”的夸耀行为改写成诏书公布现场
的 “诸将争功”，这一改动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

应视为 《通鉴》叙事过程中的一次 “虚构”。
《通鉴》此段文字第二部分对房玄龄与李世

民就秦府旧人任用问题的讨论，在 《贞观政要》

卷五 《论公平》中有类似的记载：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 “秦
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
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
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
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
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心，无私于物。昔诸葛
孔明，小国之相，犹曰 ‘吾心如秤，不能为
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
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
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
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
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
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
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８］（Ｐ２７８－２７９）

此段记载较 《通鉴》 “诸将争功”第二部分
为详，且在其他史料中未见，应是 《通鉴》参考
的史源。但文中未记房玄龄与李世民对话的具体
时间，此事是否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前已不可
考，《通鉴》将其视为 “诸将争功”发生前之事，

未有明确证据。此事的真实性虽无可置疑，但
《通鉴》的这一编排方式可视为在两件可能彼此
无关的事件中建立逻辑联系的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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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实之间：“诸将争功”相关史事
与 《通鉴》叙事模式的分析

　　以上对 《通鉴》中 “诸将争功”的一段文字
与其史源做了比较，并认为将 “诸将争功”置于
褒奖功臣当日、将房玄龄与李世民讨论秦府旧人
的处置问题与 “诸将争功”相联系这两个细节属
于司马光及其合作者在其采录的史源之外所做的

历史建构。不过，这仅是从史源学角度得出的结
论，与史源不同也并不等于与史实不符。它回答
不了的问题是：司马光及其合作者为何会有这种
建构？这一建构结果是史实考订的结论，还是如
一些研究者所言，只是司马光出于 “资治”目的
而表现个人的政治观点？①

就 “诸将争功”之事的两部分而言，在史实层
面要解决的问题是： “争功”之事发生在九月二十
四日当场，还是在此之前？丘师利是否是争功中值
得重点记述的人物？房玄龄与李世民议论秦府旧人

安置问题，与 “诸将争功”之事是否有关联？
据 《唐会要》记载，李神通表达不同意见是

在李世民 “朕叙公卿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
当， （宜）各自言”的表态之后，将军丘师利等
“自矜其功”的行为出现在九月二十四日诏书颁
布之前。若果真有丘师利等指天画地的争功情景
存在，则此前必有论功行赏之令，此其一；依
《贞观政要》与 《通鉴》所记，秦府旧人未见任
用而发怨怒之辞，房玄龄便将其言进奏，若有争
功之举，恐怕不得不闻，此其二；丘师利等如事
前有争功，在颁诏之时则不应无言，此其三。这
三点在 《通鉴》问世前的各种文献中均无体现，
确实有些令人费解。而这三点之中，在颁诏之前
有论功之令实为后两点之前提，如此事并不存
在，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怀疑论功之令是否真实存在。考诸史实，李

世民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政变起至八

月登基称帝，此间近有建成、元吉之党需抚平，
远有李瑗谋反之事待处置；内有重组中枢政治格
局之要务，外有与突厥重建关系并抵御其进犯之
难题，民间亦需安抚，如此种种，皆为急务，无
法好整以暇地为臣下论功，故对长孙无忌等功臣
之赐爵授食邑之事亦推迟至九月二十四日。由此
推之，论功之令恐怕未必存在，而丘师利等争功
之事可能也未曾发生过。
从丘师利的身份与事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其

在大业末年是关中一带聚兵自保的豪强，据 《旧
唐书》卷五九 《丘和附子行恭传》记载， “大业
末，（丘行恭）与兄师利聚兵于岐、雍间，有众一
万，保 故 郿 城，百 姓 多 附 之，郡 盗 不 敢 入
境”［９］（Ｐ２３２６）。《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隋纪八》记
载，恭帝义宁元年九月，李唐创业之初，平阳公
主在其夫柴绍自长安赴太原后 “归鄠县别墅，散
家赀，聚徒众”［１０］（Ｐ５７５７），以响应太原起兵。在李氏
所招纳的地方势力中，就有丘师利兄弟。 《旧唐
书》卷五八 《柴绍传附平阳公主传》记录了李氏
家僮马三宝出面劝诱他们归附之事：“又说群盗李
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
会。”［１１］（Ｐ２３１５）李氏招附的兵马与李神通在关中的队
伍成为李渊进兵长安的重要内应，当李渊渡过黄
河以后，包括丘师利在内的 “关中群盗，皆请降
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
煌公世民节度”。就在正式归附李世民前后，丘师
利还派遣其弟丘行恭率兵计斩围攻扶风太守窦璡

的 “平凉奴贼”首领，《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隋
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条记载此事云，“行恭帅
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
手斩之，谓其众曰： ‘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
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
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
以为光禄大夫”［１２］（Ｐ５７５８－５７５９）。后来丘行恭跟随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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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引辛德勇与姜鹏文都持此观点，这是学界对 《通鉴》的一种态度，即认为 “资治”必然会损害对历史事实的记述，如夏祖
恩认为，“过分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只会使史学沦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甚至可能导致历史学的科学性荡然无存”，参见夏祖恩：
《资治与垂鉴不是作史的宗旨———评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２）。另一种态度认
为，《通鉴》在材料选用、考辨与记载方面皆体现了求实的史学传统，金毓黻、柴德赓、张舜徽等即持此观点。将这两种态度做综合
表达的代表是朱维铮，他既对 “以史为镜”的 “资治”观点予以批评，又充分肯定 《通鉴》历史编纂学的成就，特别是求实之成就，

参见朱维铮著，廖梅、姜鹏整理：《中国史学史讲义稿》，２３６－２４３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朱维铮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
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资治”与 “求实”可以出现在同一部古代史著中，若无具体例证便概言 《通鉴》是 “资治”还是 “求实”，并无
实际意义。



民长期征战，在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立下赫赫
战功，丘师利则事迹无闻，仅在武德五年迎接自
岭南归顺的其父丘和入朝之时出现过一次。［１３］（Ｐ２３２５）

另外，《元和姓纂》中有简略记载：“师利，左监
门大将军，冀州刺史，都督，谭国公”［１４］（Ｐ７０９）。据
此可推知，丘师利后来仕途虽还算顺利但并不显
赫，其谭国公的爵位袭封自其父丘和。
据 《旧唐书》卷二 《太宗本纪上》记载，在

九月二十四日封赏之后，十月癸酉又进一步落实
了元老和功臣 “食实封”的待遇：

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
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
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
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
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
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
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
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
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
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
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１５］（Ｐ３１）

九月二十四日诏中第一等功臣五人的 “食邑三
千”只是象征性的虚封，食实封才是他们享受的实
际经济待遇。这份 “食实封”的名单囊括了太原起
兵以来的功臣，体现了李世民即位后重组朝内权力
格局的初步结果。在这份名单中依然没有丘师利，
可见他远未达到可与房、杜争功的资格。
既然当时不具备为臣下论功的稳定环境，丘

师利本人也不具备争功的资格，为何 《唐会要》
等文献会有其争功的记载？这应该是受作为其蓝

本的唐代国史、实录的叙事模式之影响。
实录与国史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所做的历史

编纂，史官在纂修实录与国史时，要选择一定的
叙事模式对原始材料加以编排。唐初 《汉书》学
兴盛，这对其时的本朝史编纂产生了影响，套用
《汉书》的叙述时时可见。

《汉书》卷三九 《萧何传》记汉初封功臣之
事，应是唐代史官记载 “诸将争功”之事的蓝
本，略如下：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
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上以何功最盛，
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 “臣

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
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
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
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
“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
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
诸君徒能走得曾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
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
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
也！”群臣后皆莫敢言。［１６］（Ｐ２００８）

《汉书》的此段记载，由 “论功行封—群臣争
功—钦定萧何食邑高于群臣—群臣质疑—刘邦为
群臣释疑—群臣噤声”等细节组成，这些细节构
成了完整的叙事链条，使封赏功臣这一事件具有
丰富的情节性。与这段文字相比较，《唐会要》等
文献中体现出的唐代国史实录的叙事链条则由

“颁诏赏功—李神通质疑房、杜封赏过重—李世民
为之释疑—补记诸将争功事—诸将叹服”等细节
构成，除了缺少 “论功行封”的明确记载、在描
述 “诸将争功”时使用了追叙法，其在细节上与
《汉书》极为相似。若按照时间顺序将其叙事过程
还原，其完整结构应为 “诸将争功—颁诏赏功—
李神通质疑—李世民释疑—诸将叹服”，与 《汉
书》几乎如出一辙。这应是唐代史臣对 《汉书》
叙事的主动模仿，而非当时史实的直接反应，这
一点从缺乏争功之前提 “论功”就可证明。
唐代史臣在模仿 《汉书》叙事结构时，忽略

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其一，汉高祖时期对功臣
的 “论功行封”，是在汉并天下之后，当时局势
与武德九年夏秋之际相比较为缓和，可以从容论
功；其二，西汉帝国是在 “军功受益阶层”的支
持下建立起来的［１７］，功臣们在帝国的权力结构
中自有其强大影响力，刘邦晚年也通过 “白马之
盟”承认了刘氏与功臣共同构成核心集团的现
状，这也是唐初功臣难以与之比拟的。脱离了
《汉书》叙事所在的时空环境而套用其叙事模式，
使这个生造出的叙事结构中存在极大的漏洞，其
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具备争功资格的丘师利
作为争功的代表，被推向舞台的中心。
唐代修史者在记载丘师利等争功之事时，似

乎怀有一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一是并未明言他们
欲与何人争功，仅仅说他们 “自矜其功”；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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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时采用追叙之法，而并未将丘师利等人的
行为当作此段叙事中的重点。这种态度，使唐代
实录、国史中的 “诸将争功”叙事与其汉代蓝本
相比存在结构上的明显差异。丘师利的资历与功
绩不足以担起争功重任，恐怕是令唐代史臣为难
的重要原因。
丘师利争功之行为虽不能成立，但他与其他

人 “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之事应
不是唐代史臣的向壁虚造。以丘师利为代表的
“诸将”之所以会叫嚣自己功绩如何如何，应该
也是与李世民有旧者在其登基后企望改变地位而

未遂时的情感宣泄。史臣在编纂实录、国史时将
此事件与为首功者赐爵授食邑之事相缀合，完成
了模拟 《汉书》的叙事结构。
而反观 《通鉴》关于 “诸将争功”之事的记

载，在第一部分，整个叙事链条包含了 “颁诏—
诸将当场争功—李神通质疑—李世民释疑—诸将
悦服”等细节，且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使论功争
功被描述为同一天发生之事。与 《汉书》及唐代
史臣的模拟之作相比， 《通鉴》的叙事结构较为
精简，而大体叙事框架则与二者相同。
司马光及其合作者在保留其史源的叙事框架

时，巧妙地回避了 “论功”前提缺失的情况下记
述事前争功存在的漏洞，将争功之事置于诏书颁
布当日；在记载争功之时，又隐去了史源中作为
争功重点人物的丘师利之名，但以 “诸将”作为
概称。这一处理方式避开了史源中的不合理之
处，做尽量接近史实的努力。
不过，这种努力也同样要面对后来者的质

疑。在颁诏当日，是否有可能出现 “诸将争功”
的场面？史源没有提供任何可以作为线索的依

据，因而这一场景是 《通鉴》作者的想象。这一
想象若要符合其历史情境，就必须有具体史实作
为基础，而史源中曾记载的两个细节———诸将事
前矜功之事与诏书颁布后李神通发表不同意见，
正为进行想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司马光等应该
认定李神通上前质疑时存在一个群臣不平的氛

围，于是将史源中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之前的争
功时间挪到了褒奖首功者的现场。而完成这一想
象，并非仅靠这两个细节， 《通鉴》记此事的第
二部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应受到充分的
注意。

第二部分中，房、李论秦府旧人的安置问
题，房玄龄强调了未被重用的旧人 “嗟怨”，李
世民用 “择贤才而用之”来回答。这一细节在
《贞观政要》中所体现的只是李世民用人原则中
的 “至公”之道，而放进 《通鉴》此条，其承载
的信息就发生了变化———秦府旧人在玄武门之变
发生后因未见用而 “嗟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
的现象，已经成为 “诸将争功”叙事的重要背
景。追随李世民者期待升迁，盼望封赏，然而未
受重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因此他们有 “嗟
怨”之表现。随后而来的褒奖功臣事件，只封赏
了长孙无忌等五位首功者，他们又将有何等表
现？恐怕 《通鉴》所述的 “诸将争功，纷纭不
已”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通过补记房、李论秦府旧人之事， 《通鉴》

成功地为赏功当日出现的 “诸将争功”场面找到
了合理的解释，通过在这两个也许互不相干的事
件之间建立联系，使此段叙事呈现出一种合理
性，即叙事结构内部的逻辑自洽。
通过 “诸将争功”事件两部分内容的联系，

《通鉴》为自己的叙事链条创造了一个首尾呼应
的模型：

颁诏—诸将当场争功—李神通质疑—李
世民释疑—诸将悦服……补记房、李论秦府
旧人 “嗟怨”事—诸将当场争功事出有因
综上可知， 《通鉴》的叙事并未完全突破

《汉书》中的论功争功叙事模式，但和削足适履
的唐代国史、实录相比，其能够尽量回避史源中
不合理之处，想象了一个也许未曾发生过的争功
现场，又选择以房、李论秦府旧人嗟怨之事对此
加以弥合。这就是 《通鉴》对其史源叙事模式的
修正，其做出修正的重要原因，正是该书 “求
实”之宗旨。

三、想象的反对派：争功事件中李神通
形象反映的 “资治”追求

　　如前所述， 《通鉴》对其史源叙事模式的修
正与细节的重新编排源自其对相关史源中有违史

实之处的考正，而 《通鉴》对 “诸将争功”的叙
述，也包含了司马光等对唐初历史的重新理解。
在重新理解唐初历史的过程中， “当场争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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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府旧人”建立了逻辑关联，而现场质疑九
月二十四日诏令的李神通，被描绘成李世民的对
立面，反衬出其 “至公”治国理念的正义性。这
种叙事手段，反映出 《通鉴》对 “资治”的追
求，此段对李世民治国理念的凸显，正体现了司
马光的撰史主张。

《通鉴》与 《唐会要》等史源在有关李世民为
李神通释疑的记载中，有一处明显不同。在 《唐
会要》等文献中，李世民批评李神通 “叔父虽率
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而 《通鉴》则记作 “义
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两相
比较，《通鉴》中李世民的语气更为严厉。

《通鉴》中这种言辞犀利的批评，从史实而
言并无问题，据 《旧唐书·李神通传》载：

神通，隋末在京师。义师起，隋人捕
之，神通潜入鄠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
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遣
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联结。潘仁奉平阳公主
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鄠县，众逾一
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史万宝为副，
裴勣为长史，柳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
室。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从平京
师，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卫大将
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
抚大使。［１８］（Ｐ２３４０）

李神通为李渊堂弟，李渊起事后确因逃避隋
朝官府的追捕而联络豪杰响应李渊，故而李世民
说他 “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也是实情。
然而，李世民当时是否会以此种口气训斥李
神通？

李神通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储位时，明显
是偏向李世民的。据 《旧唐书》卷六四 《隐太子
建成传》记载，李建成与元吉 “谋行鸩毒，引太
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
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１９］（Ｐ２４１７）。李世民对其也
有特别优待， 《通鉴》卷一九二 《唐纪八》高祖
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条记载， “降宗室郡王皆为
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２０］（Ｐ６０２５），这少数没有
降封的郡王中就有李神通，他在贞观四年去世
后，李世民为之废朝，赠司空，谥曰靖［２１］（Ｐ２３４１）。
按照谥法，以德安众曰靖，可知李世民对其一生
行事持肯定态度。这些材料都表明二人关系十分

密切，李神通在赏功诏书公布时的争功之语，是
其作为首义功臣、宗亲与李世民的支持者，对将
新进文臣房、杜列为首功的不满，李世民大可温
言劝诫，而不是面斥其过。而且， 《唐会要》等
文献均有明确记载，李世民对他的批评只是 “虽
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这是对其指责房玄
龄等 “专弄刀笔”的回应，委婉地指出其亦未身
先士卒冲锋陷阵，这一说法也与后文所言 “叔父
于国至亲，诚无所爱”的基调一致，说明李世民
并不打算在财物赏赐上对李神通有所吝惜。
以上文献与史实都表明，李世民不会如 《通

鉴》所记那般怒斥李神通，因此 《通鉴》所记李
世民斥责李神通之言论，应是此段中又一处对文
本的改写，而这一改写也与上节所言 《通鉴》叙
事模式有关。
在 《通鉴》对此事的叙事逻辑中，秦府旧人

对现状不满在先，此种不满情绪积至颁诏褒奖首
功者之时爆发，“纷纭不已”。李神通虽非秦府旧
人，但自恃出身与往日功业，故在此情境下向李
世民发难。 《通鉴》在追记房、李论秦府旧人不
满之事时，李世民就明确表示了治国应 “至公无
私”，对府中旧人重私利而轻公义之言论较为不
满，在此语境下与房、杜争功的李神通，自然也
被 《通鉴》塑造成李世民治国理念中的对立面。
事实上，在 《唐会要》与 《旧唐书》中，李

神通对褒功诏书的质疑只是其个人不明大体之

举，对于这位一时糊涂的长辈，李世民采取了相
对温和的回应方式。 《通鉴》既将李神通与诏书
颁布时的 “诸将争功”相联系，又将其为自己论
功之事与秦府旧人 “嗟怨”做类比，将他们视为
亲旧的代表，作为 “至公”之道的反对派被打入
另册，以此两例反复申明李世民的执政理念。在
此叙事策略下，李世民与李神通的对话也被处理
为两种理念间的辩论。李神通遭到李世民不留情
面的讥刺，正是这一叙事结构中的历史想象。

《通鉴》对李神通与李世民论争的处理，虽
立足于其史源，但有意改动对话内容，使李世民
否定李神通之功绩，则有将历史简单化之嫌。这
与赏功之日诸将当场争功之事虽同属 《通鉴》的
历史想象，但不可同日而语。此处对历史的改
写，将李神通与未受重用之秦府旧人视为一体，
作为李世民推行新政的阻碍，由此愈显李世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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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而显李神通之偏狭。为了强化二人的形象
差异，以至于在记贞观四年之事时未采录李神通
去世后李世民为之辍朝的材料。与之相比，同在
贞观四年去世的杜如晦则受到特别的重视， 《通
鉴》不但记载了其去世时间，更对其病重后受到
李世民的关怀与去世后李世民对他的怀念加以渲

染。而与李世民常有意见分歧的封德彝，因偶有
合乎贞观之政的议论，兼之身为武德重臣，故其
去世之事亦有记载。
作为贞观历史上的 “失踪者”，李神通是

《通鉴》想象出的反对派，他在 《通鉴》所记载
的贞观历史上只出现在 “诸将争功”事件中，反
衬了李世民执政理念的正义性。与史实反差极大
的这一形象塑造，正可作为司马光选择 “善可为
法，恶可为戒”的案例以 “资治”的撰史主张。
但是，为 “资治”而对李神通的形象进行矮化，
对 《通鉴》“求实”之宗旨有所损害。
李世民在 《通鉴》中被塑造成一个足可垂范

后世的 “圣君”，“诸将争功”事件的叙事主题也
是彰显其 “至公无私”的治国之道，司马光等人
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对原有材料加以改写，最适
合用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李神通被施以文

学性的改扮，成功地作为李世民的对立面而存在
于该事件的描写之中。

四、《通鉴》叙事研究的方法

本文通过对 《通鉴》 “诸将争功”之事的分
析，考察了 《通鉴》与其史源在叙事结构、细节
描述与人物塑造上的异同，结论是：在叙事模式
的建构上，《通鉴》对其史源在史实上的漏洞加
以修正，在基本保持原有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描绘
出不同于其史源的叙事链条，并做出了较史源更
接近史实且符合逻辑的想象。但在此叙事结构
中，为突出李世民的执政理念而对与之发生争辩
的李神通形象进行了简单化的文学性处理，以牺

牲史实为代价来表现其 “资治”精神。
在对 “诸将争功”之事进行细读之后，我们对

如何研究 《通鉴》的历史叙事也有一些方法上的认
识，现不揣鄙陋，略述于后，以期求教于方家。
因为 《通鉴》以前代史书为主要材料且时有

改作，故而若要考察 《通鉴》的叙事特征与叙事
结构，首先就应将其与相关史源做文本上的比
勘，分析哪些内容是承袭自其史源，哪些是 《通
鉴》重新编排甚至重写的。在比勘过程中，除比
较文本在内容上的异同外，还应对不同文本的性
质加以分析，以确定是否会因文体不同而出现不
同的表达形式，从而对整体叙事产生影响。
在文本比较过后，对 《通鉴》为何会有改作

与重写就应进行深入探讨。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
史家对史著的怀疑态度有所不同①，我们仍认为
历史著作中保留有丰富的史实或相关信息，因此
叙事研究不能仅在文本层面做语言学或修辞学方

面的考察，也不能仅停留在史源学层面对 《通
鉴》叙事加以议论，还应充分考虑其叙事背后是
否有考订史事后重述历史的可能性。 《通鉴》虽
以撰述见长，但其长编考异之学正体现了历史考
据学的基本方法，欲对其叙事进行研究，亦应至
少重新经历一次司马光做 “考异”的环节，如此
方能对其叙事进行评估，认定构成其叙事逻辑的
重要内容中，何处为修正前史失实而得出的可信
结论，何处为符合逻辑之历史想象，何处为不合
史实之个人发明。
经过以上两个环节，便可对 《通鉴》与相关

史著在叙事结构、叙事特点上的异同加以初步分
析，比较它们在叙事逻辑上的差异，并尽可能地
对 《通鉴》不同于他书之处进行解释。此外，对
于 《通鉴》叙事链条中处于重要细节之外的情节
与人物角色加以考辨，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内容
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其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
做出较为完整的梳理，便可大体复原 《通鉴》的
编纂思路与叙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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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现代”思潮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并不具有一致性，不过持此立场者有一个较为共同的认识，即通过史料并不一定能够认识客
观历史，经过史学家编纂的历史记载只是通过建立某种叙事结构反映编纂者的意识形态。基于此点，后现代史学致力于批判以往带有
“现代”意识的历史观，并对编纂史料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叙事特点进行反思。有关 “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界的具体影响及其批评，参见
吴莉苇：《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取向———从几部论著看后现代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利弊》，载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 （２）。赵世瑜认为，

对冠以 “后现代”之名的、对已有史料与理论的反思应受到充分重视，后现代史学尽管不认可编纂史料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但其从文本
入手进行史料批判的思路应成为重建历史认识与历史叙事的重要途径。参见赵世瑜： 《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４ （４）；赵世瑜：《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８ （３）。



对 《通鉴》编纂过程的复原并非 《通鉴》叙
事研究的目的，而只是这一研究的开始。司马光
及其合作者能够使用与其他史著大体相近的材

料，支撑起一个对过往历史进行重述的新模型，
最紧要者就在于他们在搭建叙事结构时所持的思

路和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的具体叙事手法。只有
将编纂者们在微观层面编排缀合史料的操作手

法、中观领域内建立起的叙事结构和宏观角度所
持的理念浓缩到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案例中进行

综合考察，才能够避免仅仅将 《通鉴》视为普通
史料之一而与其他编纂史料与原始资料互证———

尽管 《通鉴》的确保留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
宝贵材料。
在 《通鉴》叙事研究中，有关唐代的资料无

疑是最丰富也是最适合进行案例分析的，与 《唐
会要》、 《册府元龟》和两 《唐书》等材料相对
照，便可发现 《通鉴》独有的叙事特征及其叙事
中蕴含的理念。这不但能让我们看到 《通鉴》与
两 《唐书》在讲述唐史时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不同意趣，更可以突破以往限于从 “臣光曰”这
类评论中分析司马光史识之做法，而对中国史学
“寓论断于叙事”的叙事学特征有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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